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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酞酸酯是邻苯二甲酸的酯化衍生物，作为增塑剂或塑化剂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活用品及塑料制品中，是目前世界上产量最

大、应用面积最广的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但近年来研究表明，酞酸酯是一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在人和其他动物体内有着类似雌

激素的作用，影响生殖系统功能，并且具有“三致”效应。我国设施土壤中酞酸酯污染较为普遍，不仅对土壤生态系统存在潜在危

害，并且能够通过食物链传递进入人体，从而危及人体健康。因此，如何加速农田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已成为国家环保部门和农业

部门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水分调控、温度调控、施用外源添加物、耕作模式管理等方面综述了农艺措施调控酞酸酯消减的

国内外研究，并从系统揭示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化学–微生物学调控机制、建立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农艺措施综合调控

技术、充分考虑多种酞酸酯复合污染及其与中间代谢产物复合存在时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调控作用等方面对该领域的研

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农艺措施强化污染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研究提供借鉴并拓展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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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Agronomic Measures on Dissipation of Phthalic Acid Esters in Soil: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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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 esterified derivatives of phthalic acid, are widely used as a plasticizer in various daily necessities 

and plastic products, and are currently a type of synthetic organic compounds with the largest production and the most widely used area. 

However, PAE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type of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in recent years, showing estrogen-like effects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and affecting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tive systems, as well as exhibiting carcinogenicity, mutagenicity and 

teratogenicity for human. PAEs pollution in facility soils is relatively common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has potential harm to soil 

ecosystem, but may also enter the interior of human body through food chains, thereby endangering human health.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how to accelerate the dissipation of phthalate pollution in farmland soil,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by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agronomic measures on the dissipation behavior of PAEs from the aspects of water regulatio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application of exogenous additives, and cropping system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prosp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1) to deeply and systematically decipher the chemical-microbiological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agronomic measures on the dissipation of PAEs in soil, 2) to establish the synthetical regulation technologies of agronomic measures for 

phthalate dissipation in soil, 3) to fully consi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everal phthalates or their intermediate metabolites when 

studying the regulation of agronomic measures on phthalate dissipation in soil.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expand new 

ideas for the enhanced bioremediation of phthalate contaminated soil through agr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 Agronomic regulation; Dissipation; Moisture regulatio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Microbial 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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酞酸酯，又名邻苯二甲酸酯，作为增塑剂或添加

剂广泛应用于增强聚氯乙烯等塑料制品的可塑性和

柔软性[1-2]。日常化工及生活用品，如油漆、橡胶制

品、黏合剂和化妆品等，以及农膜、有机肥等农业

生产资料均被检测出含有一定含量的酞酸酯[3]。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酞酸酯具有内分泌干扰

性[4]，会对呼吸、神经、生殖系统等产生不利影响[5]。

考 虑 到 酞 酸酯 的 健 康 风险 ， 美 国 环境 保 护 局

(USEPA)、欧盟(EU)和中国国家环境监测中心将邻苯

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

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DBP)、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和邻苯二

甲酸丁基苄基酯(BBP) 6 种常见酞酸酯列为优先控制

污染物[6]。据报道，全球塑料制品年产量约为 3 亿 t，

每年酞酸酯使用量达到近 800 万 t[7]。而塑料中添加

的酞酸酯与聚合物间大多为物理结合，并非化学结

合，因此很容易在工业和塑料制品的生产、使用和最

终处置过程中释放到环境[8]。中国是最大的塑料消费

国，频繁使用农用地膜、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使

酞酸酯成为我国农业土壤中普遍存在且最受关注的

有机污染物之一[9]，有些地区土壤中酞酸酯含量已达

到 mg/kg 数量级[10]，农膜覆盖土壤中酞酸酯含量是

未覆盖土壤的 2.5 倍 ~ 3 倍[11]。因此如何加速污染农

田土壤中酞酸酯消减已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环

境科技问题。 

农田土壤中酞酸酯消减涉及水解、光解、化学

降解和生物降解等多种过程，存在效率低、周期长

等特点，在实际生产或修复过程中仍需采取一定强

化措施以加速消减。农艺调控措施具有绿色环保、

经济成本低、可实现原位修复且不产生二次污染等

优点，可以同时实现边修复边生产，近年来逐渐成

为适宜大面积污染农田土壤较为理想的修复措施

之一[12]。农艺措施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变土壤理化性

质从而影响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另一

方面也可以通过调控土著微生物丰度或功能从而

强化污染物的生物降解。目前，关于农艺调控措施

强化土壤中酞酸酯消减已开展了一些研究，主要包

括水分调控、温度调控、添加生物质炭及有机肥等

土壤改良剂以及耕作模式管理等。本文结合国内外

研究，综述了不同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行

为的调控作用和影响因素(图 1)，并对该领域的进

一步研究提出了展望，以期为创新与发展酞酸酯污

染农田土壤的农艺措施强化修复原理与技术提供

参考。 

 

图 1  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农艺调控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gronomic measures regulating dissipation of phthalic acid esters in soil 

 
 

1  水分调控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农田水分管理是操作简单、绿色经济的有效农艺

调控措施之一。土壤含水量的变化一方面很大程度上

通过直接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以及有机

质、养分总量和有效态含量等土壤理化性质，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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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壤中酞酸酯的化学降解过程；另一方面，土壤

水分是影响微生物活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含水量差

异可能会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净化功能。这两

方面综合作用于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影响其消减

过程与速率。 

1.1  水分调控改变土壤中酞酸酯的化学转化过程 

酞酸酯具有酯类的共性，可以在含水环境中发生

酸碱催化反应而水解[13]。酸性或碱性环境下，酞酸

酯水解效率明显低于中性 pH 条件[14]。土壤 pH 受土

壤水分影响显著[15]，一般情况下，土壤 pH 与土壤含

水量呈正相关。除了直接作用于水解过程，土壤 pH

变化也可能会影响酞酸酯在土壤中的积累程度。大多

研究表明，由于水分变化导致土壤 pH 升高时，土壤

表面与污染物发生同性电荷排斥，降低了土壤对有机

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因此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积累

量通常与土壤 pH 呈负相关[16]。酞酸酯的水解过程

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目前已有文章详细

综述了酞酸酯水解过程的影响因素[17]，这里不再赘

述。水解过程虽然能够初步降解酞酸酯，但在自然

条件下酞酸酯的水解效率仍然不同，且水解周期较

长[13]。因此，水解通常并不是土壤中酞酸酯的主要

降解过程。 

此外，土壤水分含量的变化还能够改变含氧量、

有机质和氮、铁等典型元素地球化学过程。过多的水

分使土壤缺氧甚至达到厌氧环境，从而降低土壤有机

质分解的速率[18]，而有机质是影响土壤中酞酸酯吸

附迁移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低有机质土壤，酞酸酯在

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中存在更强的吸附特性[16]，

从而表现出更弱的生物有效性[19]。土壤水分含量也

是调控土壤中氮、铁氧化还原过程及其耦合的碳转化

过程的关键环境因子[20]，这些重要元素的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过程通常与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转化存在耦

合作用，因此可能会直接影响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过

程。例如，红壤黏土矿物中较高的铁含量能够促

进·OH 自由基的产生，发生 Fenton 反应，从而加速

降解酞酸酯[21]。但目前关于水分调控改变土壤中酞

酸酯的化学转化过程的研究报道仍较为有限，亟需开

展深入研究。 

1.2  水分调控影响土壤中酞酸酯的微生物降解 

土壤微生物参与到许多关键的土壤生物化学反

应过程中，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

是土壤中有机污染物主要的转化器与净化器[22]。土

壤水分变化会直接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含

水量过高或过低的情况下都会抑制其活性。土壤微生

物在干旱环境中会因缺少水分而处于休眠状态，导致

活性降低[23]；当土壤水分过多时，土壤中的孔隙被

水填满致使氧气不能向土壤中扩散，土壤中氧气含量

降低，也会抑制土壤微生物活性[24]。周际海等[25]研

究了土壤水分为饱和含水量的 35%、50% 和 65% 时

对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发现 65% 的水分处理显

著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土著微生物中如真菌、细

菌均已被报道存在对酞酸酯具有降解能力的菌属，多

项研究表明，土壤真菌的数量随土壤水分减少而

增加，而细菌数量随水分减少而降低 [26]。已有研

究报道，DEHP 降解率与土壤中细菌数量呈正相关

关系 [14]。陈英旭等[27]研究了水分对土壤中 DEHP 和

DBP 降解的影响，将土壤含水量分别调节为 30% 和

100%以模拟旱地环境和淹水环境，结果表明，旱地

的好氧条件更利于土壤微生物降解 DEHP 和 DBP。

Zhu 等[28]通过宏基因组测序进一步发现，在旱地好氧

和淹水厌氧条件下，潜在降解菌属对 DEHP 在土壤

环境的生物降解起着重要作用。 

土壤水分含量的变化导致的理化性质改变与土

壤微生物生长活动密切相关，也会直接影响土壤微生

物群落的结构、丰度、多样性和功能，从而影响土壤

中酞酸酯的微生物降解。比如，水分变化导致的 pH

改变可以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从而可能会改变

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过程。Rousk 等[29]发现真菌在

酸性土壤中(pH 4.5)生长速率最大，pH 升高则生长速

率降低，细菌在碱性土壤中(pH>7)生长最快，与 pH

正相关。目前已报道的大部分酞酸酯降解菌属都生长

在中性环境中，最适生长 pH 为 7.0 ~ 8.0[30]。Zhu 等[14]

研究表明，DEHP 在酸性(pH<6.0)或碱性(pH>8.0)土

壤中去除率较低(<25%)。土壤水分变化同样影响着微

生物丰度，从而影响土壤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的消

减。Liu 等[31]发现通过调节土壤含水量为 15%，可以

提高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 sp.)

的相对丰度，利于石油烃的降解。 

尽管土壤水分变化既可能通过改变土壤理化

性质，从而影响土壤中酞酸酯的化学转化过程，也

可能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从而改变土壤中酞酸酯

的消减，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当有限，且

已报道的研究对水分调控的影响机制阐明仍不清

楚，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已有研究表明，

土壤含水量变化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与土壤类型

有关[32]，提示在考虑通过水分调控土壤中酞酸酯消

减的影响时，要考虑土壤类型的差别，但这方面还

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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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度调控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土壤环境中的温度是影响污染物微生物转化的

重要因素。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温度可刺激微生物的

生长和活性，提高污染物的传质速率，促进其吸收和

代谢过程，从而提高污染物的降解转化速率。 

2.1  改变温度调控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活性和群落

结构 

微生物降解是土壤环境中酞酸酯完全矿化的重

要途径。土壤呼吸强度常用于评估土壤微生物整体活

性。呼吸作用强度越大，表明土壤微生物活性越高，

从而越利于土壤中污染物的生物降解。土壤温度与土

壤呼吸显著相关，是影响农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的主

要因子之一。采用多种类型土壤研究土壤呼吸与温度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土壤呼吸

速率与温度呈正相关[33]。通常情况下，降解微生物

发挥对酞酸酯的最佳降解作用需要合适的温度条

件。每种降解微生物都有其最适的生长温度，大部

分降解微生物的最适生长温度在 20 ~ 40 ℃，温度

过高或过低都会抑制土壤微生物活性，但有些酞酸

酯降解菌在低温条件下(10 )℃ 对 DBP 的降解速率

也能达到最高[30]。在不同温度条件土壤中 DEHP 降

解速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DEHP 降解率与降解速

率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DEHP 降解率在 35 ℃

时达到最大[27]。 

土壤温度除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活性之外，也

能够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但目前关于温度对土

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调控效应并未呈现出一致的结

果。王文立等[34]对前人发表的增温控制试验的 96 组

数据进行 Meta 分析，研究了土壤微生物对增温的响

应模式，结果表明，土壤真菌数量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而土壤细菌数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赵建琪等[35]研

究了增温对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壤微生物群

落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温度升高影响土壤硝态氮

和有机碳含量，导致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

丰度发生改变；温度升高显著增加了细菌相对丰度、

细菌真菌之比(B/F)以及革兰氏阳性菌与革兰氏阴性

菌之比(G+/G–)，使真菌和丛枝菌根真菌的相对丰度

降低。但杨杰等[36]发现，旱地土壤即使土壤温度相

差超过 25 ℃，土壤细菌群落结构、丰度和多样性均

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旱地土壤水分含量过低

有关，微生物群落长期处于恶劣环境，因此受温度变

化影响较小。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改变可能会直接作

用于土壤中酞酸酯的微生物降解，进而影响土壤中酞

酸酯的消减行为。有研究表明，低浓度 DEHP 虽然

可以促进细菌的生长，但并未对霉菌及放线菌产生类

似影响[37]，说明细菌群落能够利用 DEHP 作为其生

长的碳源，是 DEHP 在土壤中降解的主导者。尽管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温度对土壤微生物群落

结构和功能的调控效应，但尚不清楚土壤中酞酸酯的

生物转化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温度

的响应机制。 

2.2  改变温度调控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提高温度通常能够增强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溶

解度，从而提高其生物有效性[38]。从前人研究结果

可知，DBP、DEHP 在土壤中的吸附性能随温度升高

而显著降低，从而促进两者在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

其中 DEHP 对温度的变化更为敏感[39]。温度也是影

响化学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提高温度通常可以促进

酞酸酯转化过程的速率。于志彬等[40]通过正交试验

发现，氢氧化钠浓度、水解时间和水解温度是影响

DEHP 水解的主要因素。温度升高能够提高水解过程

的速率[17]。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许多过程都直接或间接相

关[41]，温度是影响土壤有机质分解的主要环境因素

之一[18]，会影响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而土壤有机

质含量最终会影响酞酸酯在土壤中的浓度。Xiang

等[42]研究发现，在较低温度条件下，DBP 在低有机

质含量土壤中表现出较高的移动性和生物有效性。这

与 Tang 等[43]研究结果一致，他们也发现 DBP 的生

物降解速率与土壤溶解性有机质 (DOM)浓度呈正

相关，但认为主要是因为 DOM 为微生物生长提供

了营养物质以及提高了酶活性，从而促进了 PAEs

的生物降解。温度同样也能够影响土壤养分含量。

欧阳青等 [44]研究增温对草甸土壤养分的影响，结果

表明增温显著增加了表层土壤的速效磷含量。土壤温

度还会影响土壤氮素的积累，温度是影响土壤氮矿化

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士超等[45]研究结果表明，土壤

氮素累积矿化量随温度升高而增加。温度对土壤养分

的影响也取决于不同的土壤类型。王帘里和孙波[46]

研究发现，土壤累积净矿化氮量在高有机质含量黑土

中与温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在有机质含量较低的潮土

和红壤中净矿化氮量在 25 ℃以上与温度呈负相关。

土壤养分含量升高可以明显促进有机污染物在农业

土壤中的消减，因此温度调控对于强化污染土壤酞酸

酯消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温度调控的

大多研究仍停留在单一微生物对酞酸酯的降解方面，

而关于其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行为的影响研究还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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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提高温度对酞酸酯在土壤中生物有效性的增

强以及微生物功能的促进贡献仍不清楚，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3  外源添加物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3.1  生物质炭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生物质炭是利用生物质材料在缺氧或无氧条件

下通过热解生成的一种固态碳化颗粒物[47]。因其特

殊的微观结构而具有高度的物化稳定性。生物质炭表

面疏松多孔、比表面积较大、富含大量含氧基团，因

此对污染物具有强吸附能力[48]。将生物质炭作为修

复污染土壤的改良剂可以改善土壤环境，前人已有生

物质炭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的相关综述[49]。施加生

物质炭可以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促进土壤团聚体的

形成，从而改善土壤结构[49]；提高土壤 pH，中和土

壤酸度[50]。生物质炭的添加还可以提高土壤有效养

分含量，田间试验表明，生物炭具有提高农田土壤有

机碳、氮含量的能力[51]。基于生物质炭既能作为土

壤改良剂改善土壤环境，又能以良好的吸附性能影响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迁移，因此生物质炭常被用作有

机污染土壤的修复剂。 

生物质炭对酞酸酯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52]，可

以有效降低酞酸酯在土壤中的迁移风险，成为土壤中

酞酸酯的聚集汇。生物质炭对酞酸酯的吸附能力与制

备生物质炭的原材料有关。Jing 等[53]利用花生壳和麦

秆为原料制成的生物质炭对 DMP 和 DEP 进行吸附–

解吸研究，结果表明，麦秆生物质炭对 DMP/DEP 的

吸附符合二级动力学，且吸附能力高于花生壳生物质

炭；热力学和等温解吸试验表明，DMP、DEP 在生

物质炭上的吸附是物理自发的吸热过程，且吸附稳

定。生物质炭对酞酸酯的吸附不仅与生物质炭原材料

有关，生物质炭添加量、热解温度及土壤有机碳含量

等也是影响生物质炭对酞酸酯吸附的主要因素。在添

加不同含量生物质炭的土壤中，周震峰等[54]研究发

现，添加 1% 生物质炭含量的土壤对 DMP 吸附力最

强，土壤对 DMP 的吸附作用与生物质炭添加量呈显

著正相关。Jing 等[53]研究发现，相比于 650 ℃热解

制得的生物质炭，低温(450 ℃)制得的生物质炭因其

具有更大的极性和丰富的含氧官能团，对 DEP 有较

强的吸附力，且新鲜生物质炭的吸附性能强于老化生

物质炭。这是因为生物质炭对 DEP 的吸附是由范德

华力和氢键驱动的，而老化生物质炭的表面由于三维

水簇的形成而导致堵塞，使 DEP 与生物质炭之间的

氢键效应降低。相比于稻草炭和秸秆炭等，竹炭对

DEP 的吸附效果最佳[55-56]。生物质炭原材料的性质

对其吸附能力有很大影响，如 pH 等。He 等[57]研究

了生物质炭对 DEHP 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生物有效性

的影响，发现土壤有机碳含量对 DEHP 在生物质炭

改良土壤中的生物有效性起着关键作用；高有机碳土

壤中 DEHP 残留浓度显著低于低有机碳土壤。生物

质炭对酞酸酯良好的吸附性能可以使酞酸酯进入人

类食物链和淋溶到地下水的风险降到最低。 

此外，生物质炭因其自身特殊结构，可以成为土

壤微生物的栖息地，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已有文

献报道，生物质炭的添加可以增加土壤中细菌、真菌

以及放线菌的数量，并且细菌和放线菌数量随生物质

炭施用量增加而增加[58]。添加生物质炭还可以显著

增加土壤中氨氧化古菌、氨氧化细菌和 nirK 基因型

反硝化细菌的丰度，提高土壤的硝化潜势[59]。这表

明生物质炭的添加对土壤相关功能微生物群落丰度

有着重要影响。生物质炭在富集土壤中酞酸酯的同

时，可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活性，调控土壤中微生物

群落结构，从而改变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行为，但目

前关于施用生物质炭对土壤中酞酸酯微生物降解影

响的相关文献仍较为有限，尤其缺乏生物质炭对土壤

中酞酸酯消减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3.2  有机肥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长期施用化肥虽然能够提高粮食产量，但过量施

肥会造成严重的农业土壤退化以及环境污染。因此，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有机肥的使

用。有机肥是替代化肥的一种土壤改良剂。施用有机

肥可以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度；增强土壤保

水、保肥和通透性能[60]；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

壤养分含量[61]。相比不施有机肥对照，有机肥的添

加能够显著提高细菌丰度、丰富度和多样性，提高真

菌丰富度和多样性，显著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62]。

有机肥的应用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环境质量，还能够通

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加强酞酸酯污染的生物降解。 

土壤中酞酸酯污染主要影响了土壤微生物活性，

而有机肥的施用可以促进有机污染土壤细菌、真菌的

生长，恢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于小彬等[63]分析了

有机肥对酞酸酯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的影响，结果表

明，DBP、DEHP 浓度为 50 mg/kg 的污染土壤对细

菌、真菌生长有抑制作用，但施用有机肥能够显著恢

复和增加被抑制的土壤细菌、真菌数量。Zhao 等[64]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堆肥的添加能够通过刺激微生

物活性而提高 DBP 在土壤中的降解率。近年来，生

物质炭通常作为肥料载体用于生产炭肥，其与堆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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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对土壤中酞酸酯降解也表现出较好的促进作用。

He 等[65]研究了生物质炭和堆肥的相互作用对土壤中

DEHP 降解的影响，结果表明，生物质炭和堆肥混合

改良的土壤中 DEHP 降解速率明显快于只有单一改

良的土壤。综上所述，生物质炭和堆肥的施用能够减

小酞酸酯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加强土壤对

酞酸酯毒害的缓冲能力，增强土壤自身的生物修复功

能，促进土壤中酞酸酯的吸附与降解，但有关促进的

化学和微生物学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  耕作模式管理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影响 

我国农业土壤中酞酸酯含量较高，针对不同浓度

酞酸酯污染农田土壤，在强化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同

时维持土壤的生产功能是目前污染土壤修复领域比

较认可的修复方法，也是大面积酞酸酯污染农田土壤

修复较为可行的方式。目前针对低浓度酞酸酯污染农

田土壤，筛选酞酸酯低积累作物品种，利用低积累作

物的根际降解作用，加速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阻碍

土壤中酞酸酯向作物中转运累积，可实现边生产边修

复；针对高浓度酞酸酯污染农田土壤，多采用修复植

物轮作，通过种植修复植物强化土壤中酞酸酯的消

减，最大程度地降低土壤中酞酸酯的含量。  

4.1  低积累作物品种筛选及种植 

种类不同的植物对酞酸酯的吸收累积能力不同，

即使是同种植物的不同基因型品种对酞酸酯的吸收

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别。目前针对酞酸酯低积累作物品

种的筛选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筛选了水稻、玉米、

通菜等作物的酞酸酯低积累品种。Cai 等[66]研究了 20

个水稻品种间 DEHP 积累和转运的差异，发现不同

水稻品种、不同生育期和不同组织间 DEHP 浓度存

在显著差异，天丰优 316、五优 308 和培杂泰丰是最

理想的水稻品种。在蔡全英等[67]的研究中，不同品

种的通菜对于 DEHP 吸收累积与土壤中 DEHP 的残

留浓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通菜的叶片大小和 DEHP

污染水平相关。在低污染、中污染以及高污染的

DEHP 土壤中，较大叶子、中等叶子和较小叶子的通

菜品种是最优的种植品种。Li 等[68]研究了 8 个玉米

品种在 DEHP 污染土壤中吸收累积以及促进消减

DEHP 的能力，结果表明，玉米品种华农 1 号在种植

40 d 之后对 DEHP 的去除率高达 87.5%。低积累作物

除吸收弱外，其根际对土壤中酞酸酯的强化消减作用

也是积累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植物根际降解是促进有

机污染去除最重要的途径。在植物去除酞酸酯的过程

中，植物根际产生的污染物降解转化作用最为显著，

主要包含根系分泌物的促进作用。根系分泌物一方面

能够促进根际微生物生长从而促进酞酸酯的降解；另

一方面，根系分泌物可以提高酞酸酯的生物有效性，

提高植物对酞酸酯的吸收累积及微生物降解能力。

Du 等[69]研究了高、低 PAEs 积累水稻品种根系分泌

物对土壤 PAEs 生物有效性和消减的影响，发现培杂

泰丰根系分泌物中含有较高含量的有机酸，增加了土

壤溶解性有机碳(DOC)，提高了 DBP 和 DEHP 的解

吸作用和生物利用度，促进了酞酸酯在土壤中的消

减。曾巧云等[70]研究了不同基因型品种的菜心根系

分泌物对水稻土中 DEHP 解吸作用的影响，发现油

青 60 d 菜心根系分泌物对土壤中 DEHP 的解吸作用

显著大于特青 60 d 菜心，其根系分泌物更能促进根

系吸收 DEHP。由此可见，不同基因型作物的根系分

泌物对酞酸酯的根际降解存在显著差异，筛选并种植

最优的低积累作物品种对酞酸酯的农艺调控修复具

有重要意义。 

4.2  修复植物轮作 

植物修复是有机污染土壤修复的经济有效方法

之一，主要基于植物及其共存微生物体系清除环境中

的污染物[71]。目前关于酞酸酯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

报道还较为有限。研究表明，某些水生植物对水体中

的酞酸酯去除效果较好，同时具有环境友好性[72]。

Dorney 等[73]研究发现，酞酸酯在高羊茅中的富集系

数较高，能够成为修复酞酸酯污染土壤的模式植物。

本研究组前期研究发现，紫花苜蓿对土壤中 6 种酞酸

酯具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历经 1 年修复，其总去除率

在 90% 以上[74]。魏丽琼等[75]研究也发现，相比于单

作，甜菜/苜蓿间作修复效果最好，对酞酸酯的去除

率可达 66.48%。尽管针对酞酸酯污染土壤修复植物

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但可供采用的修复植物品种仍

然较少，关于修复植物对土壤中酞酸酯的高效修复机

理还不清楚，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5  展望 

农艺措施操作简单，相比于其他修复措施较为经

济，可实现污染农田土壤边生产边修复，更适合于大

面积污染农田土壤修复，作为强化酞酸酯污染土壤修

复的有力手段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关于农艺

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调控作用已经开展了一

些研究，但对其调控机制研究仍不够深入，缺乏实际

农田中可用的农艺措施综合调控技术参数，针对多种

酞酸酯复合存在及其与中间代谢产物的复合影响研

究还相当有限，建议今后重点加强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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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系统揭示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

减的化学–微生物学调控机制。水分调控、温度调

控、施用外源添加物和种植制度管理等农艺措施对

土壤中酞酸酯的消减均存在两方面的调控作用：酞

酸酯的生物有效性和土壤微生物。应从土壤–酞酸

酯–土壤微生物三者间关系出发，深入研究农艺措

施对土壤中酞酸酯生物有效性的影响，评价农艺措

施介导的生物有效性变化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

贡献；采用宏基因组、宏转录组、宏蛋白组和宏代

谢组等组学手段系统研究农艺措施对土壤微生物

降解酞酸酯的调控机理，综合两方面研究深入系统

揭示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化学–微生物

学调控作用机制。 

2)建立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农艺措施综合调控

技术。土壤中酞酸酯的微生物降解转化过程与机制

是调控酞酸酯消减效率的关键，可能会同时受到土

壤条件、温度、湿度、含氧量、外源添加物及种植

植物等多要素多措施共同影响，多要素多措施协同

处理可更有效发挥土著微生物的降解功能，应进一

步深入研究多要素多措施(温度、土壤含水率和氧气

间歇交换等)对酞酸酯降解效率的协同驱动作用，确

定土壤中酞酸酯降解的最佳强化条件，构建基于温

度、湿度、外源添加物及种植植物等多种农艺措施

的生物高效降解综合调控方法。 

3)充分考虑多种酞酸酯复合污染及其与中间代

谢产物复合存在时农艺措施对土壤中酞酸酯消减的

调控作用。土壤中酞酸酯种类丰富多样，通常为多种

酞酸酯复合共存，但目前国内外大多关注某一种酞酸

酯的降解或消减行为，而较少考虑多种酞酸酯共同存

在时对彼此消减的复合作用。此外，酞酸酯在土壤中

通常与中间代谢产物共存，因此在考虑酞酸酯的消减

行为时需更多地考虑中间代谢产物共同存在时对酞

酸酯在土壤中消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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